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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吴文化的开放性与吴地区域发展

庄若江

众所周知，吴文化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，就不是一种孤立封

闭、保守僵化的文化。泰伯早在 3200多年前不远千里的奔吴之举，

不仅造就了远古时期中原地区到长江下游地区的一次具有划时代

意义的文化迁徙与互动，也开启了吴地打破文化封闭、接纳异质文

化的先河。而吴地原住民也并未排斥外来者，主动接受先进文化，

其开放包容、乐于变通的人文精神已经萌芽。可以说，吴文化从一

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本土文化，而是中原文明和江南本土文明的结

合体，吴文化的开放性与生俱来，吴文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开放、吸

纳、升华的历史。

一

吴文化的开放性一以贯之，这可以从历史典籍中找到佐证。关

于勾吴古国 700余年历史，见诸于文字的记载并不很多，但是从仅

有的文字记载中已能粗略窥见当时吴地文化的开放与包容。古吴

国从寿梦时代开始纪年，并有了国事的记载。从史载文字看，古吴

国历史上对国家施政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大多来自异邦，比

如，辅佐吴王阖闾成为中原霸主的辅臣伍子胥、伯 都是楚国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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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吴楚战争取胜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军事家、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孙

武，则来自于齐国。而寿梦时期的申巫臣、申狐庸父子，其行为举止

虽然被许多国家所鄙视，但是因为能为吴国带来实际利益，也被吴

王寿梦所接纳。而吴王寿梦破楚服越、争霸中原的计划也因此开始

实施。申公巫臣原为楚国著名贵族将军，因与楚王争美，带着夏姬

出逃，而遭到许多诸侯国的鄙视。寿梦却知人善任，包容缺点，在他

们的助力下，组建了吴地首支骑兵与水军，加之治军有方，因而西

敢与强楚抗衡，北能与齐鲁交锋，吴国始强。在军事技术上，齐国的

兵学传统，晋国的车战技术，楚国的水战之道，均成为吴国学习借

鉴的内容，从而形成了“好计谋、重诡诈、善变化”的吴人兵法。伍子

胥曾向阖闾提出“立城廓，设守备，实仓廪，治兵革”的建议，得到了

阖闾的采纳，乃令伍子胥重建城廓。正是因为敢于大胆启用人才，

接受建言献策，吸纳先进文化，善于开放包容，所以到阖闾夫差时

期，终于跻身“中原五霸”之一。

行遍天下的吴船，似乎是吴人开放心态的最佳佐证。早在春秋

时期，吴人就已轻舟如梭，所向披靡。吴王阖闾、夫差，由于有了骁

勇善战的水军，军事势力一度达到鼎盛，他们西破强楚，北威齐晋，

南服越人，称霸一方。公元前 486年（鲁哀公九年），夫差开始启动

伐齐之战，他在长江北面的邗江（今扬州境内）构筑了一座邗城，开

通了邗沟，以沟通长江和淮河。随后又打通了沂水和济水，从而完

成了北伐齐国的运兵通道和粮草通道。《左传·哀公九年》记曰：

“秋，吴城邗沟，通江淮。”攻齐之路远达一千公里以上，开挖运河的

工程十分浩大。夫差的这次运河开挖工程远远早于举世闻名的战

国时期的郑国渠和灵渠，更成为后来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先驱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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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这次的攻齐并未完胜，夫差的过于自信，导致了海战的失利。

但早期吴人的胆量和走出去的雄心却不可小觑。公元前 484年春

（鲁哀公十一年），齐国出兵攻鲁。鲁求救于吴，夫差再次率军伐齐，

于夏天爆发了艾陵之战。这一次，夫差联军大败齐国军队，凯旋而

归。由于有了便利的水上通道，一方面使得吴国在逐鹿中原的历史舞

台有了亮相的机会，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吴人善于走出去的豪放心态。

在博物馆中，经常可以看到吴地出土的青铜礼器，它们既是重

要的艺术品，也是实用的器物。这些吴地的礼器，从器形和工艺上

看，既有模仿中原文化的痕迹，又富于吴地的文化特点。与中原地区

的青铜礼器相比，吴地礼器器壁较薄，花纹纤丽，多用镂空，体现出吴

地特有的灵动、细密、精致的文化特质。而产自吴地的青铜宝剑，更是

工艺精湛，精美绝伦，众口皆碑，是远古各种青铜工艺的集大成者。

开放吸纳、兼收并蓄的文化风气，在吴地民间呈现出特别善于

包容的特性。在吴地，至今随处可见纪念范蠡、伍子胥的庙堂，虽然

他们都是楚国人，伍子胥辅佐吴王强国，而范蠡却助越灭吴，这对

当年战场上的“死对头”，今天却成为吴地人民共同敬仰的对象，人

们们对伍子胥、范蠡一视同仁，百般崇敬，在尊奉“相天法地”的伍

相的同时，也将范蠡尊为“文财神”、“尚圣”，在苏州、无锡的许多地

名、路名、园名上都可以看到后人的追思和纪念。

二

吴文化的开放性，是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发

展的。远古时期国家的兼并与重组，使不同的地域文化得以快速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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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，历史性地赋予了吴地文化以兼容开放的特质。公元前 473年，

越王勾践灭吴，使吴地在疆土上与越土融为一体，经过了大规模战

争的整合，吴越文化发生了更多的互渗，变得更加水乳交融，正如

《越绝书》所描绘的那样，“吴越为邻，同俗并土”，“吴越二邦，同气

共俗”，后来的人们也习惯将这一区域的文化统称为“吴越文化”。

公元前 355年，楚灭越，长江下游地区统归楚国版图，吴地大

部成为楚国春申君的封土。吴地在原有的吴越文化系统中又融入

了许多楚文化的因子，文化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充实。同样处于长江

流域的吴文化和楚文化———这两支先进的地域文化相互吸收和融

汇着异质文化的养分，不断更新和丰富着本体的文化。

黄歇生活的年代正值楚国危亡之秋。公元前 263年，楚顷襄王

死后，黄歇设计使楚太子逃回楚国继位，是为楚考烈王，黄歇随即

被任命为宰相，并封为春申君，赏赐淮北十二县为食邑之地。公元

前 248年，楚考烈王改封黄歇于“吴墟”，即苏沪一带（吴故都在越、

楚灭吴的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破坏而成为“废墟”，故名“吴墟”）。黄

歇封吴后重修城郭，构筑宫室、仓库，开辟“吴市”。西汉时司马迁曾

到此游览，曾感叹“观春申君故城，宫室盛矣哉”!可见黄歇新建的宫

室相当宏大壮丽。黄歇还是历史上治理太湖水系的第一人，当时吴

地近海口处还是一片泽国，黄歇率众疏通了吴淞江，开浚了黄浦

江，使这块冲积平原逐渐成为鱼米之乡。春申君父子“治吴凡十四

年”，融合了吴、越文化，发展了江东经济，使之成为“东楚”富足之地。

楚地东扩，使楚文化与吴文化融为一体，融合后的吴楚文化互

相吸纳互补，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之翘楚。吴墟作为吴楚文化融汇的

纽带，春申君可谓功不可没，从那时起，长江三角洲一带逐渐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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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。楚文化的浸润和吴文化的开放，使楚

文化在吴地处处留痕。南京又名金陵，亦源于楚威王灭越尽取吴国

故地以后，“以其地有王气，埋金以镇之，故名”。上海简称沪，又别

称申，亦得名于春申君。上海境内的黄浦江，又称黄歇浦、春申江，

简称申江，凡此数称，无不得名于楚国令尹黄歇（春申君）。还有无

锡的黄埠墩、春申涧，江阴的黄山、君山，等等，从这些地名都可洞

见楚文化渗透影响吴地的流风余韵。

三

政治的风云变幻也是影响吴地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吴地民风

原本“蛮勇彪悍，因而司马迁说“吴人尚武”，班固也说“吴越之君皆好

勇”。然而，在不断爆发的政治动乱中，这一风气逐渐发生了改变。在

过去 2000多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规模不一的人口迁移从来没有停

止过，虽然造成人口流动的原因有许多方面，但人口流向却都是江

南，这一人口流动大潮无疑也是造成吴地人口结构变化和文化风气

改变的重要原因。历史上中原每一次大的政治变动，就会引起一次较

大规模的人口南徙，最大规模的三次流民浪潮分别发生在西晋八王

之乱和永嘉之乱、唐末和五代战乱、北宋靖康之变这些大动荡时期。

西晋建立后，武帝司马炎将司马氏家族的子弟都分封为王，分

取赋税，集权涣散。因为继武帝位的惠帝弱智，皇后与皇太后由此

展开了长达十六年的争权，八位诸侯王则开展了争夺皇位的内讧，

同室操戈，骨肉相残，史称“八王之乱”。这场内乱给少数民族入侵

中原以可乘之机，怀帝永嘉五年（公元 311年），匈奴攻陷洛阳，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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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怀帝，纵兵烧掠，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，晋室南渡，西晋灭亡，史

称“永嘉之乱”。中原民众不堪忍受战乱之苦，纷纷越淮渡江南下，

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。随着东晋政权在南

方的建立，北方人口南迁规模更大。截至南朝刘宋初年，南渡人口

已达 90多万，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 1/6。迁徙的游民给南方注入了

新的活力，使江南“火耕水耨”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开始向精耕

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，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。

爆发于唐代中期、绵延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，对北方的经济

文化无疑是重大的打击，但是，由此而导致的又一轮大量人口、资

金、技术、资源的南迁，却带给吴地后来的繁荣发展以极大的机遇。

至南北宋之交，金兵挥戈南下，宋室南迁杭州，中原士庶再次携老

扶幼南渡，中原精华荟萃东南。一方面导致文化的重心的向东南转

移，另一方面，大量北方贵族的南迁再度为吴地的变异和经济的发

展带来积极的影响。大量北方士族阶层的涌入，为吴地文化注入了

“士族文化”的精神内涵，使得吴地的文化增添了许多“阴柔的”、“诗

性的”的因子，雅化了吴地文化的审美取向，清秀、温婉、纤柔、静雅逐

渐成为吴文化的重要特色。由是，吴地文化的“江南特质”日益清朗，

吴文化也终于完成了从“尚武”向“崇文”的转型。加之吴地经济的发

展和后世对教育的高度重视，吴地的文化经济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。

魏晋之后，随着文化中心的南迁，在南北文化、中土文化与外

来文化的碰撞中，吴人再次展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，日益富足

的物质生活和对文化品味的向往，共同促成了诗意江南的诞生。具

有才学修养的人被视为高居社会前沿和能够引导生活潮流的群

体，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偏爱，全民化的崇文重教之风变得理所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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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，可以说吴地文化的开放性正是促成风气转变的重要催化剂。

四

从地理位置和形态上看，吴地的地域范围主要在太湖流域、长

江下游一带。这里通江近海，信息发达，交往便利，溯长江，可直上

荆楚巴蜀；环太湖，可周行浙皖赣；沿运河，可贯通京杭；济沧海，可

横跨大洲。密布的水网与开放通达的地理环境，深刻地影响了吴地

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较为开放文化心态。

不过太湖属于浅水湖，水域虽然辽阔却温润不乏粘滞，如果仅

有太湖，吴地文化则不可避免会出现封闭问题，然而贯穿吴地的大

运河和顺流而下的长江，恰到好处地为吴地文化增添了许多通达

开放的气度。吴地水网密布，很早造船业就很发达，扩大了吴人的

活动范围。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宋代以后对漕运的充分依赖，更

加速了吴地与中原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，也推动了江南地区逐渐

纳入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。因为大运河的沟通，吴地与外界的交流更

为广泛，在粮食、棉布、蚕丝的大宗交易中，在纺织、铸造、冶炼、印刷

等技艺的交流和戏剧文化的传播中，吴地不断扩大着与外部的经济

文化的互动，这种完成于水上的互动使江南地区逐渐纳入到经济文

化的中心地带。可以说，大运河的开通，不仅贯通了中国的南北，也让

吴地在大一统的中国开始扮演新的历史角色。“夜半江声听不住，南

船才过北船来”，就是古人对当时繁忙的水路运输场景的形象书写。

大运河不仅为吴地带来的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繁荣，也在客

观上造就了吴地文化开放包容的情势，因而吴地人在心态上对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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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事物、异质文化有着特别的包容和接受度。20世纪初，中国民族

工商业在吴地的率先崛起，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吴人善于接受新思

想、善于审时度势的文化性格。首创现代民族工商企业的杨宗濂、

杨宗瀚兄弟凭借开阔的视野，敏锐发现并捕捉了商机，于 1895年

在无锡创办了业勤纱厂，从而开启了无锡现代工商实业崛起的序

幕。1904年，周舜卿在家乡无锡东土 （今周新镇）创办了裕昌丝

厂，也是得益于上海经商的广博见识。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过程

中，荣氏兄弟更是善于吸纳创新，在企业管理中引入现代管理机

制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，率先注册了知名商标“兵船”。

吴地的自然生态是文化生态的根源和基础。吴人性情中的聪明

灵动、活跃机敏是水文化的充分体现。多水的环境养育了吴人灵活

善变的文化性格，使之善于使船，敢于闯荡。同时，水的多样性、丰富

性以及通江近海的地理特点，也决定了吴人文化心态的开放性、包

容性。吴人对先进思想的吸纳接受，和吴地山水孕育的智慧灵动的

个性，使吴地的近代文化整体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特色。梳理吴

地百年发展历史，可以发现，每当机会来临，吴地人民总能先人一步

抓住机遇率先发展，无论是 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民族工商业的首

度崛起，还是文革结束后乡镇经济的超常发展，抑或是21世纪初的

经济结构转型，历史一次又一次印证了吴地文化的开放进、灵活性，

也印证了这种开放灵活特性对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推动力。

吴地自然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实践培育了吴人开放的文化心

态，这种开放的心态又和吴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一起造就了吴文化

开放性的特点。历史上，这一区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诞生过不同名

称的文化形态———比如“吴文化”、“江南文化”、“海派文化”等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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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其称谓为何，它们都和“水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也都具有一

个共同特点———开放性、兼容性和吸纳性。近世上海的崛起，使吴

地的“水文化”发生了改变，在“湖河文化”中凭添了许多“海洋文

化”的意味，这主要表现在吴地文化既有的开放包容、善于吸纳的

气质和神韵，在上海开埠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与张扬。上海的崛

起与繁兴，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，但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其独

特的通江靠海的优越地理位置，人群的快速聚集，各种文化的吸

纳，共同构建起上海“海纳百川”的杂糅文化景观，也为吴地的水文

化增加了大气和活力。

五

在历史的此消彼长中，因为开放，吴地风气逐渐从尚武走向崇

文，吴地的历史人物逐渐从“战胜攻取”的武士，渐渐转变为“峨冠

博带”崇文重教的雅士。开放的胸襟、善于吸纳的风气，使得吴地的

知识分子敢于打破固有的思想束缚，大胆抒发胸臆，在工商被视为

不入流的“末技”时，吴地知识分子却积极提倡“经世致用”、“实业

救国”的思想，这一先进理念成为吴地发展经济的思想支撑，也是

影响民间风气的思想基础。

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吴地民间重商风气的有机结合，使近代以

来的吴地人才呈现出技术化、实用性的趋势。林则徐的弟子吴县人

冯桂芬，在鸦片战争后对国势衰微满怀忧虑，他在《制洋器议》中写

道：“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，凡有心知血气，莫不冠发上指

者，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。”而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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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的吴地知识分子则以一种理性的姿态寻求着救国之术。1865年，

无锡人薛福成写下《上曾侯万言书》，以睿智的眼光观察世界大势，

剖析国运危局，提出改革科举、裁减绿营、向西方学习军事技术等

一系列进步主张，受到了曾国藩的赞赏。1875年，苏州人王韬在《变

法自强》政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变法的概念，根据《易经》中“穷则变，

变则通”的道理，断定“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”，比之当时国人的

封闭心态，王韬可谓思想解放的先行者。因为有着开放吸纳的心

态，徐寿、华蘅芳等率先将西方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工程学等理论

引进国门，极大丰富了国人的知识结构。

吴地文化的开放性、务实性，还促进了吴地经济学理论与社会

实践的结合紧密，它不仅表现在锡商的群体性崛起，而且涌现出了

陈翰笙、秦柳方、薛暮桥、孙冶方、钱俊瑞等一大批新中国最早的经

济学家群体，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在时代的演

进变迁中，吴地知识分子总是得风气之先，延至上世纪 20年代，借

助厚实的经济基础，许多吴地后生纷纷留洋海外，学习西方先进文

化，顾毓 、胡刚复、胡明复、周培源、裘维蕃、邹承鲁、辛一心、钱伟

长、唐敖庆等人，均成为国内各自学科领域的奠基人、开拓者。

由于无锡工商实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升，许多成功

的工商实业家投身教育，斥资办学，成为推动近现代教育的一股坚

实力量。在吴地，家境殷实的家族少有单纯藏金储银者，而多将金

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。早在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无锡县出国留学

的人数就已达 122人。至民国 9年（1920），无锡已有出国留学生

241人，其中包括著名的杨氏家族的杨景 、杨荫杭、杨荫榆、杨荫

樾、杨荫溥等，胡氏三兄弟胡刚复、胡敦复、胡明复，顾氏家族的顾

毓 、顾毓 、顾毓桢，薛氏家族的薛桂轮、薛学海、薛学潜，以及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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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教育家高阳、吴稚晖、陈翰笙、陈西滢等。在小学教育尚未普及的

时代，一个县留学人数竟高达数百人，出现了别处罕见的“一门五

博士”、“一门三博士”的人文景观。吴地“人尚文”、“多儒学”，读书

之声“遍于阊里”，这种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，究其原因，开放性是

促成此风的因素之一。吴地，不仅是古代的“状元之乡”，也是今天

科技文化人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。坚实的人才基础有力地支撑起

了长三角地区的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
综上，吴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结果。

三千多年来，吴文化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不断吸纳融合着各种文化

因子，在演进嬗变的历程中不断扬弃发展，文化内涵得到了极大的

充实、丰富和提升，随着吴地经济的快速提升，吴地文化也逐渐从

边缘走向中心。吴文化的开放性不断推动着吴地社会的发展，社会

的发展进步又反过来强化了吴文化的开放吸纳的特性，二者互为

影响，互相推动，在吴地发展的漫长历史中，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

重要内驱动力。

（本稿由无锡市社科联推荐）

庄若江，江南大学影视传播系主任，江南文化与影视研究

中心主任，全国视协高校艺委会理事，江苏省世界华文文学研

究会副会长，无锡市美学学会会长，太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。

著有《台湾女作家散文论稿》、《当代中国抒情散文鉴赏》、《城

市文化论》、《无锡望族》、《说吴》等著作和《江南望族》、《阿福

过年》、《说吴》等影视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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